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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是有性别的”，尤其是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城市与女性的关系表现出前所
未有的亲和与交融。一方面，城市作为一种生存空间和文化背景，为女性的解放和发展提供了条
件和机遇，也毫不吝惜地为女性写作提供素材和养料。另一方面，女性也以独有的城市意识和女
性立场，通过写作进一步描摹、想象和塑造了城市的个性与现状。女性不仅是城市发展最好的见
证者，也是亲历者和参与者，她们不仅是城市文化消费的主要承担者，同时又是城市文化的制造
者，因而也是城市文学最好的表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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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城市的进一步繁荣，城市化的脚步进一步加快，女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更是

得到了扩张。表现在文学上，则是女性写作大踏步跨入“她世纪”。正如谭湘所说: “进入九十年代以

来，众多女作家身置城市的写作是以城市为独有视角的写作，是人在城市这个特定场境中对现实世界的

感悟和思考，在她们的作品中，城市是背景，是实指，是题材，是内容，是形式，亦是象征。”［1］由此可见，女

性文学和城市的关系是复杂并且交融共生的，考察当代女性文学创作，“女性”与“城市”的的确确是无

法规避的两个重要元素。

一、城市生活与精神的张扬

女性城市文学是在改革开放后兴起的，并于 20 世纪 90 年代走向兴旺和繁荣。这与城市发展趋势

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女性城市文本透露出女性在与城市一起成长进步的同时，要突破权力和性的约

束，因此女性城市文本体现了都市女性的困惑及为突出重围而进行的努力。女性对城市表现出强烈的

认同和亲和，“所谓成长不仅是身体的成长心理的成长，也具体到对公共社会、社会体制的认知情况，最

后才是承当孤独的自觉。”［2］新时期的女性城市文本中女性的成长首先体现在: 女性恢复了性别特征，重

新审视自我，发现自我。爱情和婚姻重新成了女性存在的必需条件以及女性写作的第一主题。随着社

会环境由启蒙语境转化为市场环境，女性作家们走向了自觉的性别意识道路，完成了由“表现女性”到

“女性的表现”的转型。这种转型的标志之一就是对城市化进程的认可、对城市的认同以及对城市表现

出的鲜明性别特色。不难看到，进入 90 年代后，从事城市文学创作的作家当中女性占大多数，而从事乡

村文学创作的作家中男性作家居多。王安忆在《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一文中写道:“城市作为一个

人造的自然，远较乡村适合女性生存。城市中，女性得以摆脱农业社会对体魄的限制，可以充分发挥女

性的智慧和灵魂”［3］。王安忆认为女性与现代城市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城市是为女人而设的，为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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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施展自己的空间。女性以表现城市而使自己的性别特色突显，而城市也因女性主体意识的深入

挖掘而使自身真正进入了世人的审美视域。

在市场经济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诸如个体本位、欲望高涨等及时享乐的观念，对传统习

俗和文化必然带来猛烈冲击。市场语境下的城市生存面貌、品德规范、价值判断在实际写作中受到了广

泛而深刻的关注，并得以逼真地再现。城市文化是以物质消费为主的一种文化，女作家们从城市生活到

城市精神对城市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展示和较为辩证的理解。在作品中赤裸裸地表现了自我中心意识，

表现了个人的欲望与渴求以及为了达到目的所采取的方法和手段。比如陈染、林白的“私语化”小说和

张欣、殷慧芬、唐颖的“新市民”小说确立了女性文学创作的性别差异，彻底解放了女性个体，但她们的

主观化除了迎合少数人的口味外，并没有接近普通市民的生活。池莉、方方、范小青的“新写实”小说创

作，掩盖了女性个体意识，以零度情感介入广泛的世俗人生和城市生活。90 年代的女性城市小说无疑

开拓了女性写作的空间，丰富了女性小说的内涵。在整合与重建过程中的女性文学要外向一些，精神性

话语建立在现实生活的体验之上，不像陈染、林白等内向型小说关注心灵独白，而是充满热忱地关注生

活，在生活中捕捉精华或者说是典型，进而实现对人类精神包括女性精神的关怀。除了王安忆、铁凝、张
抗抗等一批文坛中坚外，还有中青年女作家如叶广岑、王晓玉、赵玫、徐坤、迟子建等，她们以女性的目光

注视生活，开掘有关人类命运的永恒话题，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

二、生活空间的城市化

在女作家笔下，一个弄堂、一个家庭、一个人物都成了城市和社会的缩影，展示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

文化穿透力。90 年代后，王安忆的视角就转向上海的弄堂深处。在《长恨歌》中，作者本着“用生活的细

节来呈现城市精神”这一理念，倾心着墨于琐碎的弄堂生活，用女性特有的温情细数狭窄空间中点点滴

滴的精致与忧伤、细腻与平淡、忧伤与无奈……弄堂作为大上海的小角落，虽然平凡，却是实实在在的城

市生活主角: 幽深迂回的街道、庸常的柴米油盐、服装的流行风尚、美食的细致钻研……这其间包含着女

性对自身生活的无限热衷，展现了女性城市生存的现实和困惑。可以说今天的上海，每一步发展的基石

都是弄堂人，弄堂里的主角又是女性，她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生活无疑是这个时代上海精神的底色。
广州女作家张欣，她没有愧对经济改革特殊地域的风雨朝露对她的丰厚馈赠，以敏感而忧伤的笔

墨，在从《首席》、《伴你到黎明》到《你没有理由不疯》等系列作品中，塑造了一批身处广州这个改革前

沿阵地的大城市中的白领女性和她们的城市情爱故事。然而作家没有把重点放在市场经济的脉动、商
战风云和开拓者的激情与畅想上，相反，却以“深陷红尘”的女性的事业、家庭、爱情和友情为视角和出

发点，沿着“城市”和“女性”互相交叠的双重脉络进入了广州城市文化的肌理当中。

再看迈入新世纪的女性都市小说，将目光穿透了 90 年代城市女性小说的咖啡馆、酒吧、购物中心等

充满物质欲望的消费空间，最后聚焦于后街里巷的日常生活以及放缓了节奏的生活新目标，展示了女性

的自我意识和生存价值，形成了一种新的女性写作视野———异地。它是指人们除了工作单位和家庭之

外的另一个存身的地方，可能是俱乐部、瑜伽馆，也可能是健身房、茶艺馆或者虚拟的网络空间等，在这

样的地方放松、消愁、陶冶情操，获得两点一线之外的独立的精神生存空间。比如东紫的小说《春茶》中

梅云，在单位里是有名的贤妻良母，但在出差的异地，她告别了办公室和家庭，暂得精神解脱的须臾，就

像摘掉了面具或者说戴上了另外一个面具，在异地获得了重生般的欣喜与幸福。又如迟子建的《第三

地晚餐》，面对丈夫每周末的消失，女主人公陈青选择去“第三地”为其他男人做晚餐，使“第三地”蒙上

了一层暧昧色彩。“每一个人总是并处处都或多或少地在扮演一种角色……正是在这些角色中，我们

相互认识，正是在这些角色中，我们认识了我们自己。”［4］虽然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某种表演性

质。这些对“第三地”的关注和书写，实际是新世纪女性在“家庭”和“事业”空间外开掘出的自己的天

地，在家庭和事业双重压力下，女性需要一个喘息的空间，或者说需要一种精神解脱或新的生命支撑。

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与努力，女性的生存空间在一点点发生变化，女性形象也由原来的受欺凌

而逐渐成长为有个性、懂得享受的现代女性。女作家笔下的生活空间是真正的城市空间，具有着城市的

特色，而在这个空间生活的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也是城市化的。

三、市民精神的肯定

在社会转型期，市民及生存环境成了女作家小说创作的主要内容。文化具有历史性，是不断向前发

展的。时代在不断演进，城市文化逐渐闯进了人们的视野。这类因时代应运而生的创作丰富了城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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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内涵，开创了城市文学写作的新向度。聪慧、敏感的女性作家开始注目城市的生存空间和城市人的

生活态度、精神面貌，并将其进行抽象化，塑造了一系列的鲜明的女性形象，并在这些创作中间接地传达

了作家的态度。她们一般对因社会转型而带来的冲击传统的市民文化持肯定态度。例如，她们赞同市

场经济体制下的价值标准和社会观念，对社会主义转型期所刚刚萌生的经济类型及生活场景持乐观态

度，认可激烈的社会竞争带来的“弱肉强食”。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矛盾在《子夜》中把炒股描写得一

无是处，满载着恐惧，而到了转型期，在毕淑敏笔下，炒股得到了作家的重新评判。对于转型期的新生事

物，例如舞厅、咖啡厅、轿车等高消费，作家们都将其作为一种正当的精神消费加以肯定。简单概括就是

消费欲望变得合法，爱情弥漫了世俗的烟火味。
比如王安忆的“上海书写”，就是以上海的人和事作为书写内容或者主要题材的写作，“所谓上海书

写，是指以上海为表现背景，展示 20 世纪中国人在上海这样一个现代化大都市中的生活习俗、情感方

式、价值判断和生存形态，以及书写者本身在这种书写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对上海的认识、期待、回忆和想

象。”［5］王安忆的作品中表现了上海市民的布尔乔亚式的情结，也就是对小资生活方式的向往。作为一

种模式，一个原版，一种理念，这种久而有之的生活方式似是而非地为上海中等阶层市民生活提供了一

种理想形态，她笔下的市民女性也多为向往这种生活模式的，期望过上中产阶层的富有生活这一目标激

励了她们不断争取和奋斗，王安忆对此是持肯定态度的。在她的笔下，上海的市民形象通过对王琦瑶、
米尼、阿三等女性形象的书写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并随着历史的演进发生着很大的变化。

作为“新写实”的重镇，池莉和方方更是市民生活和市民精神的代言人，她们的创作题材不约而同

地选择了普通人的生活，尤其是武汉底层人的生活，她们都只谈活着不谈爱情，都淡化诗意而强调真实，

都规避个人情感的介入而注重社会化的人生际遇，都能够深入到武汉市民的内心世界，把握城市的内在

特质。比如池莉，她平和地、原汁原味地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既不夸张讽刺、也不沉郁庄凝，浓郁的

生活气息洋溢其中。她尽情讴歌的是平民不屈不挠活着的精神，她笔下的吉玲、陆武桥、辣辣、来双扬代

表的是生存智慧、顽强的生命力，较之池莉对市民意识的认可和拥抱，方方是冷峻而深邃的，她选择站在

一定距离和高度审视，将笔触直指人类生存的本质内核，“用左拉式的自然主义手法，近乎残忍地挑开

繁华都市的风景”，从《风景》里“河南棚子”内畜生般生活的底层劳动者，到《落日》里“坐山观虎斗”的

阴暗心理，在每一部作品中她不断注入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审视态度，突显其对生存意义的执著追求。
新世纪以来，随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女性在城市中逐渐健康地成长起来，甚至林白、陈染们也不再

拘泥于自己的“私人生活”，女作家们带着强烈的社会性别意识展示了创作实绩，从《富萍》、《逃之夭

夭》到《妇女闲聊录》、《万物花开》，再到《笨花》、《小姨多鹤》，不仅呈现了社会的原生态，展现了对城市

市民阶层、社会底层的关心和关注，更表现出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作家的自觉、成长、敏锐和人文情怀。

她们与当下鲜活、复杂的社会现实进行互动，开始表达公共知识分子应有的态度和意见。经历了 90 年

代女性写作的繁荣，新世纪的女性写作在性别自觉和文学自觉的双重意义上进入了更为成熟的阶段。

四、爱情内涵的扩展

“食色，性也”( 《孟子·告子上》)。人类从诞生的时候起，就是以劳动为手段来获得生命力的，并通过

本能的动物性繁殖使生命不断地延续。爱情和性欲是人的本能性欲望，是任何人、任何时代都逃离不了

的需求，也是在任何时代的文学中都必然登场的话题。在 17 年文学中，在那个忽视了性别差异的时代，

是谈性色变的。爱情在无性别的社会环境中，成了一种被耻笑的情感，是文学大门之外的流浪汉。这一

时期的文学人物都是中性的，任凭爱情这个流浪汉无数次的望穿秋水，都不会伸出“一枝红杏”。时代

进入了历史的转型期，爱情又一次降临了。爱情使文学的生命力更加朝气蓬勃，也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在 80 年代，伴随改革的进行，爱情登上了文坛，但这时的“爱情”仍是很抽象的，是对爱情的审美性拷

问，具体到什么是爱情，怎样才是爱这些具体的问题就模糊不清了。此时的爱情更像是一种人和动物的

二元对立，是夸大了的人的主体情感，是审美化了的情感。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到了社会转型期，爱情

具体到了人们的生活，导致了心理的矛盾: 婚内情和婚外情、情感和性欲、理性和感性等存在着激烈冲突

与碰撞。爱情变成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包容了更多的情感，在女作家的笔下，爱情好似多棱镜，折射出

比以往更多的内涵和外延。
1. 爱情的利益化。所谓利益化的爱情，指的是在一定物质利益或者权力地位等基础上产生的情

感。90 年代的女性作家作品像《永远的徘徊》、《无人倾诉》、《致命的邂逅》、《冬至》、《如戏》、《仅有情

爱是不能结婚的》、《访问城市》等等几十部小说都是以利益化为爱情定义的。不纯粹的利益化选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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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女性形象在爱情婚姻中举步维艰，倍感艰辛。如寒池( 《致命的邂逅》) 为维持家庭完整所做出的努

力，叶佳希为丈夫的事业而不惜抵押自己的“象牙之塔”，谢冰琦做外室独守空房的苦痛，还有茵浓( 《访

问城市》) 为找一个终身伴侣而不停奔波、疯疯颠颠……有更多女性在金钱或权利的诱惑下，成了有权或

有钱人包养的“金丝雀”。张梅在《孀居的喜宝》中就为城市女性发表了生存宣言:“我们都抓住了世界

的本质，我们都爱物质文明，我们都不作茧自缚。”看来，女性在物欲化社会中似乎摆脱不了宿命的安

排:“一个人不能在社会上确立地位，感情就变成了一种奢侈品。”［6］在利益化价值观念的驱使下，爱情

被包裹上了一层价格的标签，成为可以讨价还价的买卖交易。比如唐颖的《丽人公寓》里的宝宝特别注

重对现实繁华世界的关注，她接受澳籍华人安迪的情感的同时也是在接受价值 20 万元名牌服装、高级

首饰、公寓以及养尊处优的生活。他们的爱情范式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必然也是不牢靠的。实际

上，她们不是占有物质，而是被物质占有。
2. 爱情的俗常化。从 90 年代开始，女作家通过对理想爱情的解构实现了从理想彼岸到现实此岸的

回归，把人们拉回世俗人生。因此，她们有关爱情的小说超出了单纯情爱的范畴，而到了现实生活的层

面。女作家池莉、方方们倡导的婚恋观就是世俗和现实的。在她们笔下，爱情首先要附丽于现实生活，

在习常的社会秩序中，爱情婚姻恰如温室里的花，一旦被置于世俗人生的疾风暴雨、高温日晒下，往往经

不起任何考验就已然凋谢。从成名作《烦恼人生》三部曲，到 90 年代后的《来来往往》、《你以为你是

谁》、《生活秀》，无一不是讲述打破理想爱情镜像，回归凡俗人生的故事。池莉用中性的笔调，残酷地践

行着她曾高调宣扬的创作观:“我的文学创作将以拆穿虚幻的爱情为主题之一。”不是池莉不相信爱情，

她只率直地撕下了爱情虚伪的外表，用平民视角重新审视世俗的爱情婚姻，显示出它在现实生活面前的

不堪一击。方方的《桃花灿烂》、《随意表白》也是表现城市爱情的作品，然而她对爱情合法性的质疑直

接导致了爱情故事的悲剧性。虽然在其作品中不乏情欲的细致描摹，但她一直都是理性睿智的，她总是

把极端的爱情放置于恶劣的生长条件下任之被击败、瓦解，最终消散于生活的日常性之中。对她们来

说，生活的铁律最为残酷，就是把一切理想的事物拉下神坛、回归原位，甚至连爱情、婚姻这些本应纯粹、
神圣不容侵犯的字眼都带上功利性的现实考量，熏染了人间的烟火，使得爱情婚姻完全俗常化、生活化。

3. 真爱难寻。步入社会转型期，在一切“向钱看”的社会现象下，神圣的爱情、浪漫的情感更成为奢

侈的东西。“钱好赚，情难觅”，越来越成为城市人的困惑和难题。在寻觅真爱的路上，仍然有秉持“宁

缺毋滥”真性情的坚守者在艰难地行进，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铁凝的《无雨之城》、张欣的《暖冬》、张
抗抗的《情爱画廊》就塑造了这类难得的城市女性形象。在转型期的现实情状下，她们似乎是有些不可

思议，但面对现实她们还保持清醒，明知没有结果，仍旧执迷于此，她们最看重“曾经爱过”。这类女性

究其大半生在真爱的理想世界里进行思想的流浪，梦想着永恒的爱与被爱。面对现实的时候，她们不得

不低头，即使是短暂的爱过，也非常珍惜。这是爱情的最高境界，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至高的精神格调。
它不是靠婚姻或道德来维持下去的情感，它是一种高尚的终生心灵相守的坚定信仰。

从新时期初“美丽的梦”到后来“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神女峰》) ，爱

情的形而上追求一直无果无终，到了 90 年代，爱情终于落入了现实。爱情不是通过想象而抽象出来的，

也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和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它和具体的人、具体的生活环境及所处时代密切

相关，交织在一起。现实中的爱情还是酝酿于世俗生活中的，因为恋爱的激情从人生的漫长历程看，如

闪电一般瞬息间消失。只有在朴素的生活中，在柴米油盐的外衣包裹里寻求地久天长，才能使爱情在世

俗的世界里闪出一丝光亮，缓解天长日久的疲惫。
如果说城市是一片肥沃的土壤，孕育和催生了女性文学，那么 20 世纪 90 年代后的女性城市文学，

则是一部女性和城市共同进步的成长史。城市给女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城市使女性鲜活的

生命得以张扬。女性与城市关系的不断演进是 90 年代以来女性城市文本中的重要内容，尽管在这一过

程中遇到过困惑和挑战，但女性的成长过程对改变男权中心话语起到了促进作用，对构建两性和谐文化

起到了助推作用。
［参 考 文 献］

［1］ 谭湘，丹娅，戴锦华，荒林 . 城市与女人———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四人谈［J］. 当代人，1998，( 2) : 50.

［2］ 荒林，王光明 . 两性对话———20 世纪中国女性与文学［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 245.

［3］ 王安忆 . 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89.

［4］ ［美］罗伯特·E·帕克 . 种族与文化［M］. 伊利诺斯州格伦科: 自由出版社，1950: 250.

［5］ 郭运恒 . 王安忆“上海书写”中布尔乔亚情结的文化隐喻［J］. 小说评论，2010，( 1) : 118.

［6］ 张欣 . 仅有情爱是不能结婚的［M］.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358. 〔责任编辑:曹金钟〕

·081·


